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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实数融合的背景下,如何破解算力资源约束与应用门槛的双重困境,是激发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力的

关键命题。 本文以国家超算中心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

分模型,考察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算力基础设施提升了企业数字

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并通过政策资源供给、创新生态结构优化、数字人才集聚三条路径发挥作用。 进一步研究

表明,高管团队数字化战略能力会影响算力基础设施的赋能效果,且算力赋能效应在非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

显,对大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数量和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本文为“算力驱动数字技术创新”

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和创新政策制定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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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支撑科技

自立自强的关键引擎[1] 。 企业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实施主体,其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研发、生产与商业

模式革新的能力,直接决定了数字产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企业数字

技术创新活跃度不断提升,但海量数据驱动的复杂计算需求与有限算力供给之间的矛盾也愈发突出,许
多企业正面临算力资源约束与应用门槛高的双重困境[2] 。 算力资源分布的结构性失衡、高昂的使用成本

以及政策协同的不足[3-4] ,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 尤其是随着大模型训练、智能制造仿真等前沿应用场

景的快速涌现,企业对高性能算力的需求明显增长,算力供需矛盾已成为制约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
在此背景下,探究算力基础设施如何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与现实议题。

为破解算力资源约束与企业应用门槛高的双重困境,科技部自 2009 年起分批次批准设立国家超级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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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后文简称“超算中心”),截至 2023 年已批准设立 14 所(详见表 1)。 超算中心的设立旨在通过提供普惠性、
高水平的公共算力服务直接降低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成本与技术门槛。 试点城市往往会配套推出地方性产业支

持政策与本地化服务机制①,使本地企业在服务接入、成本负担与协同创新上享有系统性的优先权和便利性,从
而构成了其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现实路径。 因此,超算中心分批次运营所带来的区域算力供给的提

升,能够有效反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内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为识别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场景。 本文以超算中心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

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表 1　 超算中心试点建设历程与运营概况

超算中心 获批年份 运营年份 政策文件 战略意图

天津、深圳 2009 年 2009—2011 年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 年)》
探索超算中心的建设、运营与服务模式

长沙、济南、广州 2010—2013 年 2011—2014 年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十二

五”专项规划》
部署超算系统,实现核心硬件自主可控

无锡 2016 年 2016 年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服务于航空航天等国家关键领域的尖端

科研任务

郑州、西安、昆山、成
都、太原、乌镇之光

2019—2023 年 2020—2022 年 《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

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
完善算力资源分布,强化人工智能算力

供给,构建全国算力网络

文昌、重庆 2023 年 在建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算力

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服务国家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战

略,探索跨境算力服务创新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算力资源视角拓宽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

究边界。 已有研究虽关注到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5-6] ,但围绕算力资源获取的系统研究相对匮乏。 本文依

托超算中心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设计,为“算力驱动数字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证据,并将以知识溢出为核心

的创新理论拓展至以算力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领域。 第二,从区域创新生态升级视角揭示了算力基础设

施赋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机制。 现有研究多着眼于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机制[5,7] ,未能

有效解释超算中心作为“资源共享平台”所产生的区域异质性经济效应。 本文从政策资源供给、生态结构优

化与数字人才集聚三条路径入手,揭示了算力基础设施重塑区域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的内在逻辑,为制定针

对性的算力资源布局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联系较为紧密的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前因研究,另一类是数字基础

设施的后果研究,下面分别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本文的切入点。
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前因研究中,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展开。 在技术层

面,数字技术的开放与生成属性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促进知识溢出[8-9] ;而企业的数字技术吸收能力与持

续研发投入,则是保障算力迭代与技术深度融合的关键[10] 。 在组织层面,高管数字素养与包容性组织文化

共同支撑知识流动、战略落地与数字创新[11-12] 。 环境层面受市场与政策双重驱动,前者通过竞争压力与需

求牵引形成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市场性驱动[13] ,后者则通过政策工具进行激励和规范[14] 。
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后果研究中,学术界主要从效应评估角度揭示了其多维度的积极影响。 从宏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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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济南市政府于 2023 年出台专项政策,设立百亿级算力产业基金,支持超算中心配套建设及产业链培育,围绕超算中心积极构建济南

数算法流通服务平台;长沙市超算中心通过本地化合作创新产业集群培育生态;成都市于 2022 年依托国家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契机,在高新区布

局算力集群,对符合条件的算力相关企业给予年度累计最高 500 万元的专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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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数字基建有效促进了产业升级、碳减排及高技能创业人才吸引等经济、环境与社会效应[15-17] 。 就微观

视角而言,其能够有效推动企业能力提升与核心技术突破[18] 。 事实上,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应用高

度依赖底层的算力资源。 当前研究主要从企业微观层面验证了算力资源的经济后果,包括对企业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9]以及全要素生产率[2]的影响。 此外,算力部署也展现出宏观的资源配置效应[19] 。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前因进行了丰富探讨,也关注到了新型基础设施尤其是算

力基础设施的经济后果,但一个关键的研究缺口在于:现有研究多将算力基础设施视为通用的技术环境,考
察其对企业经济绩效或广义创新的促进作用,尚未剖析其对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独特影响及内在机制。 这

一区分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创新高度依赖低成本、高效率的试错迭代与复杂计算,算力所提供的正是支

撑这种创新范式的核心要素资源。 因此,深入考察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能更深

刻地解释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独特规律,对现有创新前因理论形成有价值的补充。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已跃升为关键的战略性生产要素。 以超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作为此类要

素的公共供给平台,其价值远不止于提供超算服务,更在于通过算力资源的集约配置与开放共享,重塑区域

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外部条件和支撑环境。
首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构成了地方政府获取战略资源、提升区域竞争

力的关键契机,能够引导科技财政资源、专项补贴向所在区域倾斜,形成政策资源的“供给池”,从而降低区域

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资源门槛[6] 。 其次,基于知识溢出理论,算力基础设施是串联区域创新网络、加速知

识流动的关键枢纽。 超算中心多依托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建设,凭借地理邻近性优势构建高密度创新合作

网络,推动数字技术知识在本地扩散、吸收与再创造[20] ,有效优化了区域数字技术创新的生态结构。 最后,
根据知识型劳动力流动理论,算力基础设施作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向市场释放出区域内大力发展前

沿数字技术的强信号,进而吸引高技能数字人才向算力高地流动与集聚[21] 。 集聚的人才构成了承接与转化

前沿数字技术的核心载体,这正是创新规模化扩散的关键。 依托算力基础设施汇聚的应用场景、行业知识

与共性技术模块,以及高密度的人才互动网络,技术知识在人才间快速扩散与再创造,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将

外部数字技术融入创新实践,拓宽数字技术创新的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二)算力基础设施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1. 促进政策资源供给

算力基础设施能够促进政策资源向所在区域定向配置,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供关键支持。 根据信号

传递理论,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推动地方政府通过“算力券”等政策工具向相关企业定向配置创新补

贴,也向市场传递政府认可数字技术创新路线的积极信号,明显增强企业从事高风险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

制度合法性[22] ,并帮助企业吸引外部投资者,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并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23] 。 同时,依据

制度理论,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促使地方政府在合法性诉求与战略趋同驱动下,主动加大财政科技投入以

对接国家战略,为区域营造了具备高风险容忍度的资金环境,降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试错成本,激活技术

研发的内在活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算力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政策资源供给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2. 优化创新生态结构

算力基础设施能够优化区域创新生态,增强知识溢出的广度与深度。 根据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创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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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绩效依赖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算力基础设施能够驱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跃

升[24] ,降低企业技术搜寻与试错成本[25] ,拓宽企业识别数字技术创新机会的边界。 知识溢出效应的深化还

有赖于微观层面知识网络的构建。 根据开放式创新范式,算力基础设施作为开放的研发平台,有助于降低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跨界合作壁垒,能高效催化前沿领域的产学研深度合作[26] ,加速基础科学知识向产业

界的外溢并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与再创造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算力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结构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3. 促进数字人才集聚

算力基础设施所引发的数字人才集聚效应,能够从区域人才供给与企业人才配置两个层面转化为企业

数字技术创新的智力基础。 依据区位选择理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能够引导技术人才向特定区域集中。 地

方政府以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完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有效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21] 。 高密度的人

才集聚加速了隐性知识在区域内的流动与重组[27] ,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效率。 人才集聚效应也向企业内部

延伸,根据人力资本的技术吸收模型,算力基础设施能提升企业对数字技能劳动力的需求[28] ,促使企业增加

技术类员工的雇佣比例[29] ,增强企业对外部技术机会的识别与响应能力[30] ,并通过内部知识共享,降低将

新技术推向应用场景的转化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4:算力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数字人才集聚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起始年份设为首个超算中心正式运营(2009 年)的
前两年,以保证政策前观测期充分。 2023 年尚未实际运营的超算中心因缺乏政策后观测期不纳入实验组。 在

剔除金融行业、ST 类及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后,得到 3
 

636 家企业共 38
 

391 个观测值。 数据来源方面,超算中

心试点信息通过手工搜集科技部、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公告获得;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专利数据来源于上海经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企业层面财务数据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万得(Wind)数据库及企业年报中获取;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产学研合作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与全国顶级综合性学术文摘与引文数

据库(SCOPUS)。 所有连续变量均实施上下 1%的缩尾处理,以减轻极端值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本文以超算中心政策作为识别算力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准自然实验,鉴于超算中心分批次投入运营,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其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模型设定如下:

DTIict = α1 + β1CPIc × POSTt + X′ictγ + λ i + μ t + ε ic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DTIict 包括 lnDTILict、lnDTIQict,分别表示位于城市 c 的企业 i 在年份 t 的数字技术创新

数量与质量;解释变量 CPIc×POSTt 为超算中心试点的政策虚拟变量,若企业 i 所在的城市 c 在年份 t 已投入

运营超算中心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X′ict 为控制变量向量;α1 为截距项;λ i、
 

μt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εict 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DTI),界定为企业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核心对象,通
过自主研发产出新技术、新方法或新系统的技术创新活动,聚焦技术层面的创新产出。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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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技术成果直接反映在专利产出上[1] ,区分其与传统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专利内含的数字化特征。 参

考陶锋等[31]的研究,本文依据《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2018)》和《数字经济及其核

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识别数字技术创新专利的国际专利分类(IPC),并匹配上市公司及其参控股公司

的专利数据,从数量(lnDTIL)和质量( lnDTIQ)两个维度衡量:数量以数字技术创新专利申请总量加 1 后取

自然对数衡量;质量以数字技术创新专利被引次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
2. 解释变量

算力基础设施(CPI×POST),以超算中心投入运营作为政策冲击时点,由两个变量交互构成:一是对照

组虚拟变量(CPIc),若企业 i 所在城市 c 超算中心投入运营取 1,否则取 0;二是时间虚拟变量(POSTt),城市

c 有超算中心投入运营的当年及之后年份取 1,否则取 0。 实验组由 2009—2022 年实际运营超算中心的城市

所辖企业构成,共包括 309 家企业、4
 

377 个观测值;对照组为样本期内未运营超算中心的城市所辖企业,共
3

 

327 家企业、34
 

014 个观测值。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的做法[6,21,32]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lnAsset),企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企
业年龄(Age),当前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企业成长性(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现金持有水平(Cashflow),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总资产报酬率(Roa),企业净利润与

资产总额之比;托宾 Q 值(TobinQ),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总额之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水平(Ndi),省级政府

工作报告中相关词频比重与地级市信息就业人员占比的乘积。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数量(DTIL)的均值为 16. 636
 

7,标准差为

45. 204
 

3,取值范围为 0 至 387;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质量(DTIQ)的均值为 83. 589
 

5,标准差为 1
 

149. 086
 

4,取值

范围为 0 至 62
 

989。 这表明,样本企业在数字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水平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创新活动呈现较

强的企业间分化特征。 控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均处于合理区间,不存在极端异常值。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DTIL 38
 

391 16. 636
 

7　 45. 204
 

3　 0　 　 　 　 387　 　 　

DTIQ 38
 

391 83. 589
 

5 1
 

149. 086
 

4 0 62
 

989

解释变量 CPI×POST 38
 

391 0. 063
 

0 0. 243
 

0 0 1

控制变量 Asset 38
 

391 1. 235
 

9×1010 3. 107
 

5×1010 4. 423
 

3×108 2. 332
 

2×1011

Age 38
 

391 10. 040
 

6 7. 631
 

6 0 28

Top1 38
 

391 0. 343
 

0 0. 148
 

0 0. 089
 

6 0. 728
 

8

Growth 38
 

391 0. 151
 

5 0. 328
 

9 -0. 486
 

3 1. 739
 

9

Cashflow 38
 

391 0. 050
 

8 0. 066
 

6 -0. 138
 

5 0. 231
 

6

Lev 38
 

391 0. 416
 

7 0. 200
 

5 0. 056
 

5 0. 869
 

8

Roa 38
 

391 0. 053
 

7 0. 063
 

5 -0. 196
 

8 0. 239
 

6

TobinQ 38
 

391 1. 995
 

3 1. 179
 

7 0. 852
 

8 7. 275
 

9

Ndi 38
 

391 0. 001
 

8 0. 001
 

5 0. 000
 

0 0. 0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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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在控制控制变量、个体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CPI×POST 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和 1%水平下显著为正。 其中,第一列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为 0. 073
 

5,表明超算中心投入运营后,所在城市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数量较对照组企业平均提

升约 7. 35%;第二列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 227
 

0,表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质量较对照组平均提升约

22. 70%。 这说明算力基础设施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产出规模,更有效提高了数字技术创新的技

术含量与影响力,假设 1 得到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nDTIL lnDTIQ

CPI×POST 0. 073
 

5∗∗ 0. 227
 

0∗∗∗

(2. 491
 

7) (6. 855
 

6)

lnAsset 0. 430
 

9∗∗∗ 0. 362
 

1∗∗∗

(35. 926
 

0) (28. 230
 

0)

Age -0. 038
 

0 0. 069
 

8∗∗

( -1. 324
 

7) (2. 553
 

8)

Top1 -0. 111
 

1 -0. 384
 

6∗∗∗

( -1. 435
 

7) ( -4. 801
 

2)

Growth -0. 019
 

6 -0. 090
 

9∗∗∗

( -1. 387
 

9) ( -6. 459
 

5)

Cashflow -0. 165
 

9∗∗ 0. 216
 

2∗∗∗

( -2. 127
 

7) (2. 625
 

9)

Lev -0. 089
 

4∗∗ 0. 132
 

9∗∗∗

( -2. 026
 

9) (2. 879
 

2)

Roa -0. 008
 

1 -0. 586
 

6∗∗∗

( -0. 082
 

9) ( -5. 990
 

4)

TobinQ 0. 028
 

7∗∗∗ 0. 043
 

9∗∗∗

(5. 512
 

7) (7. 926
 

1)

Ndi -7. 718
 

4 -22. 423
 

6∗∗∗

( -1. 528
 

9) ( -4. 154
 

9)

常数项 -7. 731
 

0∗∗∗ -7. 161
 

8∗∗∗

( -20. 184
 

2) ( -18. 394
 

4)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793
 

2 0. 843
 

0

观测值 38
 

391 38
 

391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后表同。

　 　 (二)平行趋势假设评估

为验证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性,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评估,
并以政策实施前 1 年为基准期,考察政策

的动态效应。 如图 1 所示,政策实施前各

期估计系数均围绕 0 值波动且均不显著,
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政策实施后,当被解

释变量为 lnDTIL 时,估计系数自第 4 期开

始显著为正,表明对数字技术创新数量的

促进具有一定滞后性;当被解释变量为

lnDTIQ 时,估计系数持续显著为正,表明

其对数字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更具即时

性。 综上,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基准

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进一步地,考虑到进行多期双重差分

估计时,可能因处理效应异质性而产生估

计偏误,本文采用古德曼 - 培根分解方

法[33]进行检验。 由表 4 可知,“较晚处理

组与较早对照组”属于可能引发偏误的比

较组,在 lnDTIL 和 lnDTIQ 两个维度上,该
组的权重均仅为 2. 4%。 因此,异质性处

理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有限,结论较为

稳健。

　 　 (三)内生性分析

为控制超算中心选址非随机性及样

本特征差异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法、倾向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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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假设评估结果

匹配方法与熵平衡匹配方法进行检验。

表 4　 古德曼-培根分解结果

变量 分组类型 权重 估计系数

lnDTIL 较早处理组与较晚对照组 0. 019
 

0 0. 160
 

0

较晚处理组与较早对照组 0. 024
 

0 0. 085
 

0

处理组与未处理组 0. 957
 

0 0. 093
 

0

lnDTIQ 较早处理组与较晚对照组 0. 019
 

0 0. 284
 

0

较晚处理组与较早对照组 0. 024
 

0 0. 309
 

0

处理组与未处理组 0. 957
 

0 0. 259
 

0

一是 2SLS 法。 选取 1984 年城市百人电话机数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 IV)。 历史电

话机数量具有时间不变性,满足外生性;早期通信资源禀赋明显影响超算中心选址,满足相关性。 表 5 前三

列回归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水平下显著,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高于 Stock-
Yogo

 

10%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识别有效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一阶段 IV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

显著为正;第二阶段 CPI×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控制选址非随机性后,基准结论依然稳健。 二

是倾向得分匹配(PSM)和熵平衡匹配( EBM):PSM 检验中以控制变量为匹配变量执行 1 ∶ 4 最近邻匹配,
EBM 将控制变量的一阶矩、二阶矩与三阶矩纳入匹配,处理后结果见表 5 回归结果的后四列。 两种方法下,
CPI×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控制样本特征差异后,结论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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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2SLS PSM EBM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nDTIL lnDTIQ
lnDTIL lnDTIQ lnDTIL lnDTIQ

CPI×POST 0. 432
 

3∗∗∗ 0. 463
 

4∗∗∗ 0. 055
 

7∗ 0. 212
 

6∗∗∗ 0. 118
 

0∗∗∗ 0. 236
 

0∗∗∗

(9. 833
 

1) (8. 511
 

3) (1. 688
 

3) (5. 703
 

3) (3. 589
 

0) (6. 558
 

3)

IV 0. 472
 

9∗∗∗

(52. 156
 

2)

常数项 -0. 053
 

5 -11. 890
 

9∗∗∗ -13. 455
 

3∗∗∗ -7. 092
 

8∗∗∗ -5. 951
 

4∗∗∗ -7. 497
 

3∗∗∗ -6. 024
 

4∗∗∗

( -1. 105
 

6) ( -70. 812
 

3) ( -65. 737
 

1) ( -11. 713
 

2) ( -9. 735
 

5) ( -11. 283
 

4) ( -9. 111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984. 919
 

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2
 

720. 271
 

0

R2 0. 807
 

1 0. 186
 

5 0. 192
 

4 0. 816
 

6 0. 863
 

7 0. 801
 

7 0. 856
 

9

观测值 38
 

391 38
 

391 38
 

391 16
 

840 16
 

840 38
 

391 38
 

391

　 　 (四)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随机因素干扰,本文分别进行空间安慰剂检验(随机设定实验组城市,500 次模拟)和混合安慰剂

检验(随机生成伪实验组和伪政策时间,500 次模拟)。 结果如图 2 所示,两种检验下真实处理效应估计值均

明显偏离安慰剂系数分布,并位于分布右侧尾部,P 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基准结论并非由随机因素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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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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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获批时间的检验

鉴于超算中心从获批到正式运营存在时间间隔,政策效应可能面临政策时点识别偏差的问题。 为检验

基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获批年份重新界定政策冲击时点,构建交互项 CPI_A(实验组虚拟变量) ×POST_A
(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表 6 的结果显示,CPI_A×POST_A 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以获批

年份测度的政策冲击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验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表 6　 基于获批时间的回归结果

变量 lnDTIL lnDTIQ

CPI_A×POST_A 0. 130
 

1∗∗∗ 0. 224
 

2∗∗∗

(4. 120
 

5) (6. 320
 

4)

常数项 -7. 717
 

6∗∗∗ -7. 145
 

4∗∗∗

( -20. 150
 

1) ( -18. 340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 793
 

3 0. 842
 

9

观测值 38
 

391 38
 

391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基准结论的可靠性,本
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

被解释变量,分别使用发明型和实用型数

字技术专利的申请量、引用量重新度量企

业数字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并基于年报

文本中数字技术创新相关关键词词频构

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指数;第二,更换估

计模型,考虑到数字技术专利申请量及引

用量具有非负整数特征,采用负二项回归

模型重新估计;第三,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将智能制造试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

区及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的政策变量分别及同时纳入模型进行控制。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结论仍

成立①。

　 　 (五)机制检验

基于理论分析,算力基础设施可能通过政策资源供给、创新生态结构优化、数字人才集聚三条路径发挥

作用。 为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34] ,设定如下模型:
Mict = α2 + β2CPIc × POSTt + X′ictγ + λ i + μ t + ε ict (2)

其中,Mict 代表机制变量,其余变量设定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1. 政策资源供给机制

本文从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测度政策资源供给机制。 城市层面的政府科技支出(GTE) ,以城市财

政科学技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测度;企业政府创新补贴( lnGIGS) ,以企业算力领域政府

创新补贴金额加 1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②。 表 7 结果显示,CPI×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算力

基础设施能够通过增加政府科技支出、促进企业获得的政府创新补贴增长,提升政策资源供给水平。
具体而言,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加有助于营造高风险容忍度的区域资金环境,政府专项补贴则能够缓解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二者共同降低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资源门槛并激励研发投入。 因

此,假设 2 得到验证。
2. 创新生态结构优化机制

本文从宏观环境和微观网络两个维度测度创新生态结构优化机制。 宏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以

04

①
②

限于篇幅,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未详细报告,留存备索。
企业算力领域政府创新补贴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政府补助明细识别,先筛选创新导向补贴项目,再结合算力领域关键词进行二次

筛选;限于篇幅,政府创新补贴特征词和算力领域关键词未详细报告,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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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数测度,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情况、互联网相关产出情况、移动电

话普及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共 5 个城市数字化指标[35] ;微观产学研合作网络( lnIUGC)以企业算力领域

产学研合作论文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衡量①。 表 7 结果显示,CPI×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

算力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改善宏观数字经济环境、强化微观产学研协作网络,优化区域数字技术创新生态

结构。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环境提升拓宽了知识溢出渠道,并降低技术搜寻与试错成本;产学研协作则增

强了企业外部知识吸收与再创造能力,二者协同改善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外部生态条件。 因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3. 数字人才集聚机制

本文从城市集聚和企业集聚两个层面测度数字人才集聚机制。 城市数字人才集聚(CDTA),采用区位

熵计算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空间集聚水平[27] 。 其中,数字产业从业人员数为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

务业从业人数与计算机、通信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从业人数之和;企业数字人才集聚(EDTA),采用企

业技术类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衡量[36] 。 表 7 结果显示,CPI×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算力基

础设施能够通过增强城市层面的数字人才吸引能力和企业层面的数字人才配置能力,促进数字人才要素集

聚。 具体而言,算力基础设施不仅通过重大科技平台建设提升了城市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加速了隐性知

识在区域内的流动与扩散[27] ,也通过丰富企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和技术实践机会,增强了数字人才向企业内

部流动和沉淀的动力,从而形成由外部技术扩散到内部吸收能力提升的系统性赋能效应。 因此,假设 4 得到

验证。

表 7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政策资源供给 创新生态结构优化 数字人才集聚

GTE lnGIGS DE lnIUGC CDTA EDTAS

CPI×POST 0. 010
 

2∗∗∗ 3. 162
 

1∗∗ 0. 019
 

9∗∗∗ 0. 008
 

0∗ 0. 111
 

3∗∗∗ 0. 008
 

4∗∗

(20. 547
 

4) (2. 157
 

9) (9. 150
 

1) (1. 752
 

3) (13. 855
 

3) (2. 515
 

4)

常数项 -0. 029
 

6∗∗∗ -12. 983
 

5 -0. 170
 

8∗∗∗ -0. 245
 

9∗∗∗ 2. 137
 

5∗∗∗ 0. 148
 

0∗∗∗

( -5. 194
 

5) ( -0. 895
 

0) ( -4. 853
 

3) ( -5. 076
 

4) (4. 783
 

1) (2. 907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842
 

8 0. 212
 

3 0. 776
 

7 0. 354
 

8 0. 898
 

8 0. 797
 

6

观测值 37
 

952 38
 

391 38
 

391 38
 

391 24
 

235 38
 

391

　 　 (六)交互效应分析

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易受到高管团队特质的影响。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数字

素养较高的高管团队具有更强的技术敏感性,能够及时识别算力资源中的创新机会[11] ;高管数字化领导力

14

① 企业算力领域产学研合作论文根据合作论文标题与参与机构信息识别,并结合算力领域关键词进行筛选;限于篇幅,算力领域关键

词未详细报告,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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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过组织变革与资源协调提升算力向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37-38] 。 本文从核心高管数字素养( IT)和数字

化领导力(DL)两个维度来衡量高管团队识别数字技术机会并推动数字化战略实施的能力。 IT 的度量参考

何一鸣和刘向前
 [39]的研究,从学习经历、专业技术职称与从业经历三个维度考察高管是否具备数字技术背

景,若企业至少存在一位此类高管取 1,否则取 0。 DL 的度量参考王辰等
 [40] 的研究,根据具备数字技术经验

的高管在治理结构中的层级赋值:无此类高管取 0,存在取 1,进入董事会取 2,担任 CEO 或董事长取 3。 据

此,设定如下模型:
DTIict = α3 + β3CPIc ×POSTt + η1CPIc × POSTt × Tict + φ1Tict + X′ictγ + λ i + μ t + ε ict (3)

其中, Tict 包括 IT 和 DL,η1 反映高管团队数字化战略能力对算力赋能效应的交互影响;其他与基准模型

保持一致。
回归结果见表 8。 IT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lnDTIL 维度于 5%水平下显著为正,在 lnDTIQ 维度于 1%水

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核心高管数字素养能够进一步强化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且
对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更突出。 DL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仅在 lnDTIQ 维度于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

领导力的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质量方面,具有较强数字化领导力的管理团队更倾向于将算力资源投入

高价值、突破性创新活动,而非单纯追求数字技术专利数量的增长。

表 8　 高管团队数字化战略能力交互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核心高管数字素养 数字化领导力

lnDTIL lnDTIQ lnDTIL lnDTIQ

CPI×POST 0. 048
 

0 0. 158
 

7∗∗∗ 0. 045
 

5 0. 138
 

4∗∗∗

(1. 492
 

4) (4. 400
 

7) (1. 246
 

5) (3. 462
 

0)

CPI×POST×IT 0. 120
 

1∗∗ 0. 285
 

5∗∗∗

(2. 050
 

8) (4. 674
 

2)

CPI×POST×DL 0. 018
 

2 0. 057
 

6∗∗∗

(1. 182
 

9) (3. 743
 

9)

IT 0. 137
 

1∗∗∗ 0. 064
 

6∗∗∗

(5. 848
 

2) (2. 689
 

4)

DL 0. 006
 

8 0. 005
 

0

(1. 534
 

0) (1. 049
 

7)

常数项 -7. 747
 

7∗∗∗ -7. 161
 

8∗∗∗ -7. 720
 

2∗∗∗ -7. 125
 

0∗∗∗

( -20. 284
 

8) ( -18. 362
 

0) ( -20. 147
 

6) ( -18. 296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793
 

6 0. 843
 

2 0. 793
 

3 0. 843
 

1

观测值 38
 

391 38
 

391 38
 

391 38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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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异质性分析

1. 行业技术密集程度

企业与算力基础设施的互动逻辑因所处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而异。 本文依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2012 年修订)将样本划分为技术密集型与非技术密集型两组检验此异质性。 表 9 前两列的结果显示:
在 lnDTIL 维度,CPI×POST 的回归系数仅在非技术密集型组中显著为正,且组间系数差异显著;在 lnDTIQ 维

度,CPI×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非技术密集型组的回归系数更大,组间系数差异显著。 这表明,非
技术密集型企业原有技术积累和数字创新基础相对薄弱,对外部算力资源、公共技术平台和创新服务的依

赖更高,因而算力基础设施更能弥补其内生技术能力不足,呈现出“补短板”特征。
2.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同样影响算力基础设施的赋能效果。 本文以行业年度的营业收入中位数为界划分企业规模,
回归结果见表 9 后两列。 CPI×P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在 lnDTIL 维度,企业规模差异影响不大;在
lnDTIQ 维度,小企业组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大企业组;且两个维度的组间系数差异均显著。 这表明,大企业

在组织资源、研发投入和创新项目管理方面具有优势,更容易将算力支持转化为数字技术创新数量积累;小
企业受资源约束更强,更倾向于将有限算力资源配置于高价值、突破性创新活动。

表 9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技术密集 企业规模

lnDTIL lnDTIQ lnDTIL lnDTIQ

技术密集 非技术密集 技术密集 非技术密集 大企业 小企业 大企业 小企业

CPI×POST -0. 042
 

7 0. 180
 

6∗∗∗ 0. 176
 

2∗∗∗ 0. 272
 

5∗∗∗ 0. 079
 

0∗ 0. 070
 

8∗ 0. 185
 

9∗∗∗ 0. 214
 

1∗∗∗

(-0. 932
 

3) (4. 602
 

9) (3. 520
 

4) (6. 215
 

3) (1. 741
 

8) (1. 687
 

5) (3. 763
 

4) (4. 301
 

7)

常数项 -9. 138
 

8∗∗∗ -6. 608
 

6∗∗∗ -8. 366
 

1∗∗∗ -5. 541
 

5∗∗∗ -6. 196
 

8∗∗∗ -6. 921
 

6∗∗∗ -4. 217
 

0∗∗∗ -6. 591
 

5∗∗∗

(-15. 121
 

9) (-13. 026
 

1) (-14. 383
 

2) (-10. 714
 

8) (-9. 970
 

9) (-13. 582
 

3) (-6. 803
 

9) (-11. 895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818
 

7 0. 713
 

0 0. 883
 

0 0. 786
 

6 0. 830
 

4 0. 748
 

9 0. 877
 

9 0. 819
 

4

观测值 17
 

455 20
 

900 17
 

455 20
 

900 19
 

019 18
 

961 19
 

019 18
 

961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注:组间系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采用邹检验(Chow
 

test)。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超算中心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

分法系统检验算力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因果效应,得出如下结论:算力基础设施能够提升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并主要通过政策资源供给、创新生态结构优化、数字人才集聚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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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发挥作用,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团队数字化

战略能力会影响算力基础设施的赋能效果,其中核心高管数字素养能够强化其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数

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数字化领导力的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方面。 异质性分析进一

步揭示,该效应在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算力基础设施有助于弥补其内生技术能力不足;

从企业规模看,算力基础设施对大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数量、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第一,优化算力基础设施的战略定位,将其定位为重塑区域创新生态的关键节点。 政府在推进算力基

础设施建设时,应强化其与地方产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规划联动,引导技术、人才、数据等政策资源围绕算

力中心形成集聚,切实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算力使用门槛。

第二,健全多元化算力赋能体系,回应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需求。 地方政府应在加大公共科技投入

和优化定向补贴的基础上,依托算力平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网络,并配套出台人才“引育用留”

政策,提升区域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 同时,针对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可设立解决方案中心,推动算力应用

下沉;针对中小企业则推动共享型、低成本的算力服务模式,实现不同类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精准

提升。

第三,重视高管团队数字化战略能力培育,提升企业识别和转化算力价值的能力。 算力价值的释放不

仅取决于外部资源供给,也依赖于企业内部的战略认知、资源配置和组织执行能力。 企业应将数字化能力

建设纳入高管培训体系,推动管理团队更新知识结构,并提高数字化战略执行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将外部算

力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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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core
 

driver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mid
 

digital-
real

 

economy
 

integration,
 

yet
 

firms
 

face
 

dual
 

constraints
 

of
 

limited
 

computing
 

power
 

and
 

high
 

application
 

barriers.
 

Unlike
 

gene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ies
 

more
 

on
 

complex
 

computing,
 

large-
scale

 

data
 

processing,
 

and
 

repeated
 

experimentation.
 

Most
 

existing
 

research
 

examines
 

the
 

antecedent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i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framework,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unique
 

role
 

of
 

computing
 

power
 

as
 

a
 

key
 

strategic
 

resourc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gap
 

by
 

examining
 

whether
 

and
 

how
 

computing
 

power
 

infrastructure
 

empowers
 

enterprise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sing

 

China’ s
 

staggered
 

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enter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based
 

on
 

data
 

from
 

A-share
 

listed
 

firm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3.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mputing
 

power
 

infrastructure
 

enhanc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novation,
 

especially
 

the
 

latter.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ree
 

channels:
 

stronger
 

policy
 

resource
 

supply,
 

better
 

innovation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greater
 

digital
 

talent
 

agglomeration.
 

Specifically,
 

it
 

increases
 

lo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
 

computing-related
 

innovation
 

subsidies,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collaboration,
 

digital
 

talent
 

inflows,
 

and
 

firms’
 

share
 

of
 

technical
 

employe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op
 

management
 

teams’
 

digital
 

strategic
 

capability
 

affects
 

this
 

enabling
 

role:
 

executive
 

digital
 

literacy
 

enhances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whereas
 

digital
 

leadership
 

mainly
 

improves
 

qual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stronger
 

effects
 

in
 

non-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suggesting
 

that
 

computing
 

power
 

infrastructure
 

can
 

compensate
 

for
 

a
 

lack
 

of
 

internal
 

technical
 

capabilities.
 

Moreover,
 

large
 

firms
 

gain
 

more
 

in
 

innovation
 

quantity,
 

while
 

small
 

firms
 

gain
 

more
 

in
 

innovation
 

quality.
 

Therefore,
 

computing
 

power
 

infrastructure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public
 

platform
 

but
 

also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reshaping
 

the
 

alloc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resources,
 

collaboration
 

networks,
 

and
 

talent
 

mobility.
This

 

paper
 

offers
 

firm-level
 

causal
 

evidence
 

for
 

computing-driven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hows
 

how
 

computing
 

power
 

works
 

through
 

several
 

paths
 

within
 

a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
 

It
 

also
 

clarifies
 

when
 

the
 

effect
 

becomes
 

stronger
 

or
 

weaker.
 

The
 

findings
 

offer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treating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as
 

a
 

regional
 

innovation
 

anchor;
 

linking
 

policy,
 

industry,
 

research,
 

and
 

talent
 

support;
 

improving
 

access
 

to
 

public
 

computing
 

services;
 

enhancing
 

executives’
 

digital
 

strategic
 

capability;
 

and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empower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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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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